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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碳”目标背景下，厘清不同城镇化模式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协同关系，对实现农业降污

增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卫星监测夜间灯光数据构建的复合灯光指数衡量城镇化水平，采用Super-
SBM方向函数测算的GML指数评估2000~2022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空

间门限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门限关系、不同城镇化模式的

差异性影响以及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依赖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

(1) 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非线性关系。(2) 城镇化深

度模式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三区制门限特征，表现为“先降–后升–再降”的波动趋势，

城镇化广度模式则呈现“先降–后升”的双区制门限效应。(3) 在城镇化综合水平、城镇化深度模式与

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之间，均存在“先降–后升–再降”的非线性关系；在产业较高集聚水平下，二者对

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由负向正转变；相比之下，城镇化广度模式对两条技术路径的依赖性较低。本文基

于上述研究结果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对推动农业绿色循环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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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clarifying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urbanization models and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agricultural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urbanization 
index based on satellite-monitored nighttime light data and evaluates the GTFP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2 using the Super-SBM directional function. A spatial threshold panel model 
is employ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nonlinear threshol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s 
and GTFP,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different urbanization models, and the path dependence of 
GTFP.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creases: (1) 
There i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s and GTFP that follows a pattern of 
“decline-rise-decline”. (2) The deep urbanization model has a three-threshold characteristic on 
GTFP, showing a fluctuating trend of “decline-rise-decline”, while the extensive urbanization model 
exhibits a two-threshold effect with “decline-rise”. (3)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of “decline-rise-de-
cline” exists between the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level, the deep urbanization model, and ag-
ricultural gr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under hig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levels, the effect of 
both shifts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on agricultural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ontrast, the extensive 
urbanization model shows lower dependency on both technical paths.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derived from these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agricultural green cir-
cular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the “dual carbon”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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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碳”目标背景下，准确识别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的协同关系，对推动节能减

污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节能减污作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需要各

领域协同发力，通过形成合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城镇化作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

动力，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抓手，其发展模式与方向直接影响农业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城镇化不

仅通过促进人口与资源集聚，加速产业集聚的形成，为农业绿色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提供了支持环境[1] [2]。
但同时也因耕地资源占用和环境压力增加，对农业绿色转型构成潜在威胁[3]。因此，探讨城镇化、产业

集聚与农业绿色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现有文献表明，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城

镇化通过劳动力流动、市场扩展和基础设施改善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和集约化。Lu 等认为，城

镇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及环境改善效应显著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4]。
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农业用地的减少、环境污染加剧及资源挤占可能对农业绿色发展造成负面冲击，特

别是在过度城镇化背景下，其对农业可持续性的削弱效应更加突出[5]。此外，部分研究指出，城镇化对

AGTFP 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初期阶段促进 AGTFP 增长，但在过渡阶段则可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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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负面效应[6]。然而，这些研究多未深入分析非线性机制，研究结论仍有拓展空间。 
在此背景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发展的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产业集聚理论表明，经济活动的空

间集聚可通过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提升区域竞争力[7]。在农业领域，产业集聚通过技术

扩散、资源共享和市场一体化，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并成为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场所[8] [9]。特

别是在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集聚区已成为农业绿色创新的关键载体。然而，过

度集聚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高密度区域的资源竞争加剧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10]。因此，

研究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的协调关系，不仅能揭示其对 AGTFP 的双重作用机制，还为优化城镇化布局

和促进农业绿色技术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针对城镇化推进模式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部分学者将其细分为“深度推进模式”与“广度推进

模式”[6]。这一分类有助于厘清不同模式在绿色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城镇化深度推进模式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促进技术融合，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应用水平[11] [12]，而城镇化广度推进模式可能因土地资源的过

度开发和环境压力增加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3]。此外，将 AGTFP 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

技术效率两个维度，可提供更为细致的分析框架：绿色技术进步强调新技术的引入与应用，包括技术创

新和管理创新，而绿色技术效率则关注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一分解框架能够更清晰地揭示城镇化深

度和广度推进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差异，为理论研究提供全面支持。 
本文的研究对城镇化推进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复杂非线性关系的分析，可能具有以下边际

贡献：第一，引入空间门限面板模型，捕捉城镇化模式对 AGTFP 的复杂非线性影响。以往研究大多采用

线性模型分析，难以捕捉城镇化模式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复杂、非线性影响。相较于传统的线性

模型，本文的方法不仅揭示了非线性关系，还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第二，将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作为门限变量，探索其在城镇化模式与 AGTFP 关系中的空间门限效应。现有

研究多为假定经济变量在不同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下的效应一直保持不变，这种假设过于严格，往往与客

观事实不符。本文的设置突破了以往假设经济变量效应不变的局限，进一步丰富了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

展关系的理论研究。第三，考察城镇化模式的差异性影响，揭示其对农业绿色技术路径的依赖性。现有

文献多聚焦于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但忽视了城镇化内涵的多样性与技术路径传

导的多元化。本文将城镇化分为深度模式和广度模式，并分别考察其对绿色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不同

作用，精准刻画了城镇化推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多样化作用机制。通过这些创新性分析，本文为理解城

镇化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及技术路径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

了理论依据。 

2. 理论模型介绍 

2.1. 研究思路 

城镇化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路径之一。农业绿色发展

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上限。然而，这种关系具有较高的复杂性：理论上，城镇化能够通过资源优

化配置、市场扩展以及绿色技术传播等机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产生正向影响。但与此同

时，过快的城镇化进程可能引发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压力，从而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

胁。 
在此背景下，农业产业集聚在推动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产业集聚理论，农业产业的空

间集聚能够促进技术扩散、优化资源配置并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可能加剧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开发。

因此，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可能通过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和绿色技术扩散路径，进一步调节城镇化与 AG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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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中国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高集聚地区通常具备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

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更为发达的市场体系，而低集聚地区则可能面临农业生产效率偏低、环境治理

能力薄弱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不仅影响城镇化对 AGTFP 的作用方向，还可能决定

非线性关系的显著性和阈值效应的存在。一方面，集聚效应通过促进资源和知识的高效流动，有助于绿

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另一方面，过度集聚可能加剧资源竞争与环境负担，削弱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因此，农业产业集聚在不同阶段和不同集聚水平下的影响机制，成为理解城镇化模式与 AGTFP 关系的关

键切入点。 
基于上述分析，城镇化模式与 AGTFP 的关系可能存在门限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其作用机

制不仅受到城镇化模式的影响，还因产业集聚水平的差异而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为此，本文引入

了空间门限面板模型，旨在揭示不同产业集聚水平下，城镇化推进与 AGTFP 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及空

间门限效应。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更全面地捕捉城镇化、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动态关系，为理解

和优化城镇化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2.2. 空间门限面板模型 

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设是城镇化对 AGTFP 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门限效应，且受到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为此，本文构建如下空间门限面板模型，以单门限模型为例： 
( ) ( )1 2 , 1, , ; 1, ,it it it it i ity x I q x I q i N t Tβ γ β γ µ ε= ≤ + > + + = =                   (1) 

式中， i 表示地区， t 表示样本期； ity 为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 itx 为解释变量的观测值； itq 为门限变量

的观测值；γ 为门限值； ( )I ⋅ 为示性函数； iµ 为个体固定效应；通过两个示性函数 ( )itI q γ≤ 与 ( )I q γ> ，

将样本分为两个区制， 1β 与 2β 分别代表了不同区制下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 
进一步地，在式(1)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将模型拓展为一个带有固定效应的空间单门限

面板模型： 

( ) ( )1 2
1

, 1, , ; 1, ,
N

it ij ij it it it i it
j

y y x I q x I q i N t Tρ ω β γ β γ µ ε
=

= + ≤ + > + + = =∑               (2) 

式中， ρ 为空间滞后项的系数， ijω 为地区 i 与地区 j 之间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权重。本文采用拟极大似然

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步骤参考相关文献[14]。同理，当模型的门限个数识别为两个及以上时，

采用类似方法进行估计。 

2.3. 门限效应及门限个数的检验 

首先进行门限效应的存在性检验，原假设为 10 1 2:H β β= ，对应的备择假设为 10 1 2:H β β≠ 。通过构造 

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 )0 1

1 2

ˆ
ˆ

S S
F

γ
σ
−

= 对空间自回归面板模型进行门限存在性检验，式中 0S 与 ( )1 ˆS γ 分别是

10H 与 11H 成立下的残差平方和，
( ) ( )2

1
1 ˆˆ

1
S

N T
σ γ=

−
是误差项方差的一致估计量，采用 Bootstrap 模拟法 

得到 1F 的渐进分布及 P 值。 
接着对门限的个数进行检验，原假设为 20 :H 在空间门限模型中只有一个门限值，对应的备择假设为 

21 :H 在空间门限模型中有两个门限值。通过构造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 ) ( )1 1 1 2

1 2

ˆ ˆ
ˆ

S S
F

γ γ
σ
−

= 对空间自回归面板

模型进行门限个数检验，式中 ( )1 1̂S γ 与 ( )1 2ˆS γ 分别是 20H 与 21H 成立下的残差平方和， 

( ) ( )2 2
1

1 ˆˆ
1

S
N T

σ γ=
−

，采用 Bootstrap 模拟法得到 2F 的渐进分布及 P 值。同理，当模型的门限个数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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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及以上时，采用类似方法进行估计。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3.1.1.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现今，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往往局限于单一污染物

(碳排放)，从而产生对农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缺乏对主要污染源的考虑。然而，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所有污染物中，农业面源污染最为严重。为了对各种污染物进行统一比较，本文将化学需氧量、

总氮和总磷定义为农业面源污染(ANSP)。本文基于 Chen 等提出的建立农业活动与污染之间关系的“自

上而下”的库存分析方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测度，建立如表 1 所示的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AGTFP)指标体系，采用基于 Super-SBM 方向函数的 GML 指数测算 2000~2022 年我国 AGTFP [15] [16]。
其中，农业碳排放参考丁宝根等的测算方法进行测度[17]。此外，AGTFP 由于存在小于 1 的观测值，使

用 ( )AGTFP ln 1 AGTFP→ + 的方法进行对数化处理，后文所涉及的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技术效率使用同

等方法处理。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AGTFP 
表 1.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体系 

变量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投入 

土地投入 
农作物播种面积 

水产养殖面积 

劳动力投入 农业就业人员数量 

资本投入 农林牧渔业资本存量 

机械投入 农用机械总动力 

自然资源投入 灌溉面积 

农业产出 

农业期望产出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业非期望产出 
农业碳排放 

农业面源污染 

 
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urban)。利用卫星监测数据构造的夜间灯光复合指数表征城镇化水平，将城

镇化分为城镇化深度 urban1 与城镇化广度 urban2，urban1 主要侧重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功能的完善，urban2
侧重城市的地理扩展、人口分布和城乡互动[6] [18]。 

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劳动力文化水平(LabEdu)，用农

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表示；农业贸易条件(Trade)，用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值

表示；农业经济基础(GDP)，用人均 GDP 平减指数表示；农业产业结构(AgrStru)，用种植业总产值与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值表示；农业公共投资(AgrPay)，用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值表

示；受灾程度(Damage)，用农作物受灾面积与种植业总面积的比值表示。 
门槛依赖变量。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本文参考韩海彬等的研究，基于区位熵测度农业产业集聚程度，

具体公式如下： 
30

1
30

1

,it iti
it

it iti

Q Q
LQ

G G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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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tLQ 表示 t 时期 i 地区的区位熵， itQ 表示 t 时期 i 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0

1 iti Q
=∑ 表示全国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 itG 表示 t 时期 i 地区生产总值；
30

1 iti G
=∑ 表示全国生产总值[19]。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名称 单位 样本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AGTFP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690 1.027 0.928 1.562 0.070 

ATC 农业绿色技术进步 -- 690 1.028 0.766 1.562 0.080 

AEC 农业绿色技术效率 -- 690 1.000 0.817 1.220 0.047 

Urban 城镇化推进水平 % 690 0.275 0.098 0.848 0.142 

Urban1 城镇化推进深度模式 % 690 0.269 0.101 0.822 0.138 

Urban2 城镇化推进广度模式 % 690 0.297 0.005 0.980 0.266 

Agg 农业集聚程度 % 690 1.204 0.042 4.561 0.666 

LabEdu 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 年 690 7.452 4.351 9.912 0.803 

Trade 农业贸易条件 % 690 0.382 0.001 11.307 0.888 

GDP 农业经济基础 -- 690 1.390 0.949 2.514 0.304 

AgrStru 农业产业结构 % 690 0.524 0.339 0.740 0.086 

AgrPay 农业公共投资 % 690 8.535 0.621 20.384 4.722 

Damage 受灾程度 % 690 0.218 0 0.936 0.162 

3.1.2. 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 2000~2022 年 30 个省份(除西藏)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各省份夜间灯光数

据来源于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网络数据库。其他指标数据来自 2000~202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

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部分省份的统计年

鉴和公开数据。 

3.2. 实证模型构建 

3.2.1. 模型 I 
构建如下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 

11AGTFP AGTFP urbanN
it ij it it it i itj Cρ ω β τ µ ε

=
′= + + + +∑  

式中，因变量AGTFPit 为 t 时期 i 地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ρ 代表空间滞后项系数； 

( )N ij N N
W ω

×
=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地理空间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自变量 urbanit 代表 t 时

期 i 地区的夜间灯光指数，度量地区城镇化推进水平； 

( )LabEdu ,Trade ,GDP ,AgrStru ,AgrPay ,Damageit it it it it it itC ′= 代表 t 时期 i 地区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的其他相关变量； iµ 表示地区的个体效应； ( )2~ 0,it iidε σ 表示随机误差项。 

3.2.2. 模型 II 
构建如下 K 区制空间门限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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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
1 1 12

1

AGTFP AGTFP AGG AGG

                 AGG ,

n K
it ij it it k it k kj i k

K it k i it

X I X I

X I

ρ ω β γ β γ γ

β γ µ ε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urban ,LabEdu ,Trade ,GDP ,AgrStru ,AgrPay ,Damageit it it it it it it itX ′= 表示各个解释变量； 

( )1 6, ,k k kβ β β ′=  ( )1, ,k K=  表示第 k 个门限制度下与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向量； K 为实证中需要

确定的门限个数； ( )1, , 1k k Kγ = − 为识别出的不同门限值，表示城镇化模式在不同区间内的异质性效应；

iµ 表示地区的个体效应； ( )2~ 0,it iidε σ 表示随机误差项； ( )kI ⋅ 为示性函数。 

4. 统计检验和实证分析 

4.1. 统计检验 

4.1.1. 空间相关性检验 
莫兰全局指数可以反映数据离散或者聚集的程度。本文利用 2001~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AGTFP)的截面数据，计算得到各年份的全局 Moran 指数，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见，

2004 年之后的全局 Moran 指数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在 2004 年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空间模式发生变化，但仍然基本上可以说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集

聚现象已客观存在。 
为了具象反映空间单元的具体分布，绘制四个具有代表性年份的 Moran 散点图(图 1)。由图 1 可以看

出，各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大多分布在坐标轴的第一、第三象限，呈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

的聚类形态，具有良好的空间集聚特征，印证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 AGTFP 进行进一步分析是合理且有

效的。 
本文还构造了似然比检验统计量以检验该模型中是否存在空间滞后效应。经计算，模型 I 与模型 II

的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及混合面板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P 值均为 0，其中固定效应模型的

拟合优度最高，随机效应假设被拒绝(Hausman 检验卡方值 659.030，P 值为 0)，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最

优。因此本文最终选用带有个体固定效应的空间模型。 
 

Table 3. Global Moran’s I test results 
表 3. 全局莫兰检验结果 

年份 莫兰指数值 年份 莫兰指数值 

2001 0.052 2012 0.372*** 

2002 0.050 2013 0.380*** 

2003 0.238 2014 0.387*** 

2004 0.336** 2015 0.390*** 

2005 0.444*** 2016 0.383*** 

2006 0.357*** 2017 0.384*** 

2007 0.354*** 2018 0.364*** 

2008 0.385*** 2019 0.344*** 

2009 0.412*** 2020 0.283*** 

2010 0.403*** 2021 0.278*** 

2011 0.052*** 2022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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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oran Scatterplots of China’s AGTFP in 2004, 2010, 2016, and 2022 
图 1. 2004、2010、2016 及 2022 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Moran 散点 

4.1.2. 门槛效应及个数检验 
在门槛效应的存在性检验中， 1 935.745F = ，P 0.000= ，LR 检验在 1%的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

空间自回归模型无法解释样本数据中存在的门限效应，应采用空间门限面板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经过

双门限效应检验，得到 F 统计量为 50.615，P 值为 0，说明空间回归模型至少存在两个门槛。为控制问题

的解释复杂性，本文不再扩展门限个数，以双门限(三区制)空间滞后模型结果列示。 

4.2. 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为了比较空间门限面板模型的拟合效果，同时列出参数面板模型(模型 I)、门限面板模型(模型 II)、
空间自回归模型(模型 III)和空间门限面板模型(模型 IV)的回归结果(表 4)。由表 4 可见，模型 I 的调整后

R2为 0.300，而模型 III 和模型 IV 的调整后 R2均达到了 0.6 以上，表明空间模型的改进提高了拟合优度。

模型 II 和模型 IV 的调整后 R2分别达到了 0.592 与 0.705，说明引入非线性门槛效应可以有效提高模型的

准确性。模型 III 和模型 IV 的空间相关系数 ρ 大小相近且均显著为正，这体现了城镇化推进对 AGTFP
的影响具有空间上的正相关性。此外，模型 IV 的拟合优度在四组模型中最高，即模型 IV 的解释能力在

四组中最优，表明同时引入空间效应与门限效应这一方法提高了原有模型的可靠性。 
为了进一步了解 AGTFP 的区制特征，本文基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将样本划分为三个区制，并计算

各区制下关键变量的平均取值，结果如表 5 所示。集聚水平低于 0.356 的区域为“产业低集聚区”(区制

I，占总样本的 10.3%)，集聚水平介于 0.356 至 1.677 的区域为“产业中集聚区”(区制 II，占总样本的

71.2%)，集聚水平高于 1.677 的区域为“产业高集聚区”(区制 III，占总样本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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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regression models 
表 4. 不同回归模型下的估计结果 

模型 参数面板 
模型 门限面板模型 空间自回归

模型 空间门限面板模型 

编号 (I) (II) (III) (IV) 

urban 0.063* 0.084*** 0.272*** −0.139*** 0.027* −0.096** 0.079*** −0.146*** 

LabEdu −0.05*** −0.004*** −0.030*** −0.002 −0.003*** 0.012*** −0.005*** 0.000 

Trade 0.003*** 0.004*** 0.012* 0.000 0.004*** 0.000 0.004*** 0.001 

GDP 0.065*** 0.059*** 0.100* 0.080*** 0.022*** −0.011 0.019*** 0.031*** 

AgrStru 0.045 0.031 0.265*** 0.018 0.027 0.062 0.091*** 0.035 

AgrPay −0.003*** −0.003*** −0.006* −0.002** −0.001*** 0.004 −0.001*** 0.000 

Damage −0.001 0.000 0.037 −0.017 0.002 −0.009 0.002 −0.003 

ρ  -- -- -- -- 0.603*** 0.597*** 

门限值 -- γ  ≤ 1.575 1.575 < γ  
≤ 1.660 

1.660 < γ  -- γ  ≤ 0.356 0.348 < γ  
≤ 1.677 

1.670 < γ  

2R  0.300 0.592 0.678 0.705 

 
Table 5. Mean values of each regime 
表 5. 各区制均值 

变量 γ  ≤ 0.356 0.348 < γ  ≤ 1.677 1.677 < γ  

AGTFP 0.701 0.709 0.699 

城镇化水平 0.570 0.249 0.210 

劳动力文化水平 7.441 7.475 7.370 

贸易依存度 1.013 0.330 0.237 

经济基础 1.374 1.387 1.411 

农业产业结构 0.463 0.514 0.598 

农业公共投资 4.422 8.429 11.163 

受灾程度 0.113 0.234 0.216 

 
区制 I 区域的样本主要分布在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农业依赖度较低的经济发达地区，其特征是农业生

产活动比重较小，资源配置更多向非农业部门倾斜；区制 II 包含劳动力文化水平较高和经济基础较强的

区域，农业与非农业部门表现出较高的融合度，具备多产业共存与协同发展的典型特征；区制 III 则以农

业集聚度高为显著特征，农业公共投资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区制，涵盖了农业资源密集型的区域，这

些地区的城镇化程度和贸易依存度相对较低。 
城镇化水平对 AGTFP 的弹性系数在三个区制间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表现出非线性的区制特

征。在区制 I，弹性系数为−0.096，表明在低集聚水平下，城镇化对 AGTFP 产生负面影响；在区制 II，
弹性系数由负转正，达到 0.079；在区制 III，弹性系数再次转负为−0.146，反映出高集聚水平下“集聚不

经济”现象的显现。在城镇化初期，由于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出现短

缺，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同时绿色技术的推广受到阻碍。同时，城市扩张带来的环境污染向周边农村

地区扩散，进一步加剧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对 AGTFP 产生抑制效应。但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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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提高，相应的政策干预措施逐步强化，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并推动绿色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此外，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加快，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增加，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向高效、

环保方向转型，促进 AGTFP 的回升。 
在城镇化进入后期阶段，农业绿色技术进步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城镇化对 AGTFP 的促进作用开始

减弱，甚至由于农业用地缩减、劳动力进一步流失、环境污染加剧等因素，导致 AGTFP 再次下降。高度

城镇化背景下，农业发展空间受限，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进一步挤压农业生产，影响绿色技术的有效利

用。同时，城镇扩张对农村劳动力的虹吸效应使得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减少，绿色生产技术的实施难度加

大。 

4.3.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本文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指标。前述结果为使用卫星监

测数据构造夜间灯光复合指数测度城镇化水平。此处本文使用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值重新测度城镇

化水平，结果如表 6 中回归(1)所示，显著性水平与回归系数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第二，替换空间权重

矩阵。选择以地理空间邻接矩阵，采用省会城市的经纬度来表示各省位置，估计结果如表 6 中回归(2)所
示，与前文结果相符。第三，将数据进行上下 5%缩尾处理，结果见表 6 中的回归(3)，仍然与前述结果一

致。 
 

Table 6.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表 6.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结果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空间权重矩阵 调整样本 新型城镇化政策作工具变量 

 (1) (2) (3) (4) (5) 

urban 0.237*** 0.065* 0.036**  0.062*** 

工具变量    0.421***  

KP rk LM 统计量    66.219  

LM P 值    0.000  

KP rk wald F 统计量    370.181  

观测值 690 690 690 690 690 
2R  0.725 0.645 0.679 0.606 0.235 

 
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的潜在成因，本文主要关注以下两方面：一是政府的城镇化政策与农业发展政策

可能同时对城镇化水平和 AGTFP 产生影响。二是城镇化水平与 AGTFP 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

方面，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进而提升 AGTFP；另一方面，AGTFP 的

改善可能吸引更多资源与投资，从而加速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政策作为一项旨在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然

而，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推动城镇化发展，而非直接针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新型城镇化政策

的实施可视为一种外生冲击，其设定通常独立于城镇化水平和 AGTFP 的动态变化。尽管政策的制定可能

受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未纳入本文的模型中，但由于政策与模型中误差项的相关性较低，

其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得以增强。基于此，本文选用新型城镇化政策与城镇化初期水平(2002 年)的乘

积作为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结果如列(4)至列(5)所示。 
从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工具变量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此外，KP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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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 F 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 给出的 5%水平临界值，说明模型中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KP rk 
LM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为 0.000，显著拒绝了不可识别性的原假设。这进一步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观察二阶段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 

4.4. 不同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及路径依赖 

城镇化模式可以分为城镇化深度模式与城镇化广度模式，其与 AGTFP 的区制效应是由哪一种城镇

化模式主导的？在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下，城镇化究竟通过何种路径对 AGTFP 产生作用？为探讨这一

问题，本文对城镇化模式进行了分解，同时将 AGTFP 进一步拆分为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与农业绿色技术效

率。基于门限存在性检验与门限效应检验，采用空间门限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7 和表 8 所

示。 
由表 7 可见，城镇化与 AGTFP 之间呈现显著的三区制门限效应，这一关系主要由城镇化深度模式所

主导。在农业产业处于低集聚和高集聚水平时，城镇化深度模式对 AGTFP 的影响显著为负，限制了其发

展。这种负面作用可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低集聚水平下，城镇化深度模式可能导致资源配置

的不合理，进而降低农业生产效率；第二，过度城镇化容易加剧资源竞争与环境压力，抑制农业绿色技

术的有效应用。然而，当农业集聚水平位于 0.356 至 1.826 之间时，城镇化深度模式对 AGTFP 的影响转

为显著正向。这表明，在适度集聚水平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能够形成协同效应，城镇化深度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与促进技术扩散，推动了农业绿色发展。 
 

Table 7. Nonlinear effects of different urbanization patterns on AGTFP 
表 7. 不同城镇化模式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 

变量 城镇化深度模式 城镇化广度模式 

urban −0.075** 0.046*** −0.096*** 0.057*** −0.027** 

LabEdu 0.011*** −0.006*** 0.003 0.000 −0.005*** 

Trade 0.000 0.004*** 0.000 0.003** 0.004*** 

GDP −0.018 0.022*** 0.027*** 0.002 0.038*** 

AgrStru 0.037 0.079*** −0.003 0.039 0.063** 

AgrPay 0.004* −0.001*** 0.000 0.000 −0.001*** 

Damage −0.010 0.001 0.004 −0.002 0.002 

ρ  0.608*** 0.566*** 

门限值 γ  ≤ 0.356 0.356 < γ  ≤ 1.826 1.826 < γ  γ  ≤ 1.049 1.049 < γ  

2R  0.720 0.699 

 
与城镇化深度模式不同，城镇化广度模式与 AGTFP 之间呈现显著的“先升–后降”非线性关系。在

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低于 1.049 时，城镇化广度模式显著推动 AGTFP 的增长，这是因为城镇化扩张改善了

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率。然而，当集聚水平超过 1.049 时，城镇化广度的作用

开始转为负面。过度扩张引发资源竞争、环境压力增大以及对农业用地的过度占用，最终抑制了农业绿

色发展。 
为了进一步探讨城镇化对 AGTFP 的影响路径，本文检验了 AGTFP 是否具有技术路径依赖性。由表

8 可见，城镇化综合水平对农业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显著非线性门限效应，而对

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在区制 II 中显著为负，在区制 III 中显著为正。这种非线性特征表明，城镇化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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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的路径依赖性随产业集聚水平的变化而异。 
 

Table 8. Threshold effect test of different urbanization patterns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AGTFP 
表 8. 不同城镇化模式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门限效应检验 

变量 绿色技术进步 绿色技术效率 

模型 (I) (II) 

综合 
水平 

urban −0.090* 0.144*** −0.199*** 0.009 −0.116*** 0.109*** 

ρ  0.521*** 0.365*** 

门限值 γ  ≤ 0.439 0.439 < γ  ≤ 
1.703 

1.703 < γ  γ  ≤ 1.067 1.067 < γ  ≤ 
1.822 

1.822 < γ  

2R  0.665 0.530 

深度 
模式 

urban1 −0.067** 0.092*** −0.133*** 0.017 −0.075*** 0.078*** 

ρ  0.521*** 0.365*** 

门限值 γ  ≤ 0.439 0.439 < γ  ≤ 
1.703 

1.703 < γ  γ  ≤ 0.974 0.974 < γ  ≤ 
1.822 

1.822 < γ  

2R  0.665 0.530 

广度 
模式 

urban2 0.061*** −0.013 −0.004 −0.002 −0.032 

ρ  0.523*** 0.344*** 

门限值 γ  ≤ 1.049 1.049 < γ  ≤ 
1.656 

1.656 < γ  γ  ≤ 1.814 1.814 < γ  

2R  0.594 0.474 

 
城镇化深度模式对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趋势与城镇化综合水平一致，进一步说

明该模式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然而，绿色技术效率对城镇化的门限值更高，通常需要

更高的产业集聚水平才能实现有效的资源共享与技术溢出效应。相比之下，绿色技术进步在较低集聚水

平下即可受到城镇化的正向推动，这是由于基础设施改善与市场环境优化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早期发展。 
相较而言，城镇化广度模式对农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仅在区制 I 中显著为正，而在区制 II 与区制

III 中不显著，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弹性系数亦无统计意义。这反映了城镇化广度模式的局限性，仅在较低

集聚水平下能够通过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与绿色技术扩散，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城镇化与 AGTFP 的三区制门限效应主要由城镇化深度模式主导。不同阶段下，城镇化推

进在农业绿色发展中呈现出多样化作用，并通过绿色技术进步这一关键路径影响 AGTFP。相较而言，城

镇化广度模式的路径作用较为有限，其积极效应仅体现在较低的产业集聚水平下。 

5. 结论与建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对农业生产及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的影响愈发深远和

复杂。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农业产业集聚为门限变量，利用空间滞后门限面板模型，系统探讨了城镇化

推进对 AGTFP 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城镇化水平与 AGTFP 之间呈现“先降–后升–再降”

的三区制门限关系，存在两个显著的农业产业集聚门限值。当产业集聚水平突破第一个门限值时，城镇

化对 AGTFP 的提升作用开始显现；然而，当跨越第二个门限值后，AGTFP 则出现下降趋势。这表明，

大多数省份已越过第一个拐点，但仍有近三成省份处于区制 I 或区制 III，面临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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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的问题。(2) 城镇化深度模式对 AGTFP 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先降–后升–再降”的非线性特征。

在低集聚和高集聚水平下，城镇化深度模式对 AGTFP 的作用呈现抑制效应，而在中等集聚水平时，则表

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城镇化广度模式与 AGTFP 的关系为“先降–后升”的双区制门限特征。

在低产业集聚水平下，城镇化广度模式能够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但当集聚水平超过一定阈值后，其

效应转为负面。(3) 城镇化综合水平与城镇化深度模式对 AGTFP 均存在“先降–后升–再降”的三区制

门限关系。其对农业绿色技术效率的路径依赖度较低，在突破一定产业集聚水平后表现为“先升–后降”

的非线性影响。相比之下，城镇化广度模式对技术路径的促进作用具有局限性，仅在低产业集聚阶段对

农业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正向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一，精准制定城镇化推进策略，助力农业绿色发展。根据各省份所在的区制特征，制定差异化的

城镇化推进方案：对于处于区制 I 的省份，应优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支持，优化城镇化模式，推动

农业绿色发展。同时实施分区分级政策，及时调整区域发展策略；对于已跨越第一个门限值但面临第二

个门限挑战的省份，应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避免过度规模扩张，转向紧凑型、生态友好的城镇化模

式，避免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对于处于区制 III 的省份，应控制城镇化广度的过快扩张，降低资源消耗

与环境负担，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第二，优化城镇化模式与农业产业协同发展，促进产业共荣。在中等集聚水平地区，重点支持城镇

化深度模式与农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通过政策配套和资源倾斜，提升农业产业链的生态效益，

同时鼓励技术和经验在周边省域的扩散，形成区域联动效应。在低集聚和高集聚水平地区，应针对性地

促进绿色技术和低碳产业的发展。对于低集聚地区，优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乡融合，推动城镇

化广度的合理扩展；而在高集聚地区，应适度控制城镇化的过快扩张，防止生态环境恶化，通过技术引

导和政策干预推动绿色农业技术的持续创新。 
第三，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推广，实现城乡协同共赢。针对中高集聚水平地区，应加大农业绿色技术

研发与应用的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减少资源浪费与污染排放，提升农业绿色技术效

率。由于城镇化广度模式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有限，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注重前期绿色技术投入。

特别是在初期发展阶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支持，为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条件。对于进入高

集聚水平的地区，应加速绿色技术的自主创新，扩大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范围，逐步形成农业绿色发

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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